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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thinking to the identity crisis of Chinese administration that some scholar have done make a 
chance for the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of Chinese administration. It is a precondition that we should analyze 
the motivity, connotation and approach of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So,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motivity 
from the background of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 define the connotation of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at last, 
we discuss the approach of indigenization from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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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公共行政学者对于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反思为公共行政本土研究提供了契机。在本土

研究过程中，对推动本土研究的动力、本土化内涵及其进路的分析是进一步开展本土研究的前提。文

章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入手探讨和分析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的动力；从全球化与本土化

关系角度分析了公共行政本土化的内涵；最后，文章从学者的学术自觉、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角

度分析了进行本土化研究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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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推动了当下或

未来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中国学者在公共行政本

土研究中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如何理解公共行政本土

研究，如何开展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  

2 本土化研究的动力 

对推动本土化研究动力的分析是进行本土化研究

的前提和基础。理论上说，任何理论研究都有其固有

的动力或动机。对研究者研究动力或动机的探讨，能

够从深层挖掘研究者的前提性预设。德国心理学家卢

因（Lewin）的群体动力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决定于

内在的需要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内在需要和周

围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结果。[1]按照这种卢因的动力学

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的

动力大致有以下几个： 

(1) 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与 30 年经济高速

发展提升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中心——边

缘的世界结构中，中国一直作为一个边缘国家而存在。

自 1840 年以降，中国发展处于世界主流国家发展的后

面。救亡图存、自主、图强一直是中国国家的主题。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实力，反观中国落后挨打的

残酷现实，在学习西方国家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

了一种观念，即无论西方国家的科技实力还是文化都

比中国具有先进性。所以，我们一直以学习西方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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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和经验来要求自己。在我们的头脑中，学习西

方先进经验已经成为制度化权威正当性观念。处在边

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容易在学术上产生外倾依赖性。

[2] 

亨廷顿认为，当文化和意识形态被看作是根植于

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那么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就

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中国创造了 30 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中国国家

的综合实力也在经济的高速的增长过程中不断增强。

中国正不可阻挡地崛起在实际民族之林。随着“北京共

识”的达成，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人们

突然意识到中国模式的存在及其现实意义。第三世界

国家认识到，所谓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政治管理模

式并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对于走向现代国家的发

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也许是替代苏联模式和西方

模式的第三种模式。[4]中国模式崛起的现实激起了学

者们的反思，继而“中国模式”也开始被人们所认知并

加以深刻的探讨。中国模式崛起这表明，随着政治中

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以及政治经

济模式并不比发达国家的差。中国模式的崛起使得中

国学者激起了强大的自信。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

展与政治的稳定凸显了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激起了内

在学者心目中那种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正是这种根

植于学者心中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推动了中国公共行政

本土研究。 

(2) 全球化的挑战激起了学者自觉的主体性反

思。随着中国加入 WTO，中国进入了全球化的世界结

构之中。全球化作为一种外在的压力和挑战日益受到

人们的关注。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和合法性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5]也对中国公共行政的自主性产生

了深刻影响。[6]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敏锐的中国

学者意识到，全球化对于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之未来

发展的深刻影响和挑战。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呼吁中，

有学者开始自觉地的反思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占

有的位置，强调中国要以“主体性”为基础认识和融入

全球化。[7] 

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学者们对于公共行政

本土研究的主体性反思体现在对中国公共行政身份危

机的认识上。随着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不断发展，有

学者开始对中国公共行政知识产出的质量做出反思性

评估[8]。中国公共行政学身份危机主要体现在认同危

机上，“我们的研究是都得到了国内学术界其他学科同

行的认同？是否得到了国外公共行政学同行的认

同？”[9]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研究不

仅具有地方性，同时具有了世界性。然而，在当下的

中心—边缘世界格局中，中国仍然处在边缘位置。全

球化对于中国而言，更多地是挑战，因而，融入世界

主流是未来中国公共行政知识产出的一个主要目标。

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学者开始进行自觉的主体性

反思：中国本土化研究不仅为中国公共行政的实践和

发展做出贡献，还要从全球着眼，为世界公共行政知

识体系的构建做出自己的贡献。一味地移植西方公共

行政学知识体系不仅无益于中国公共行政实践的要

求，也无益于中国公共行政自主地融入世界公共行政

知识体系，为世界公共行政知识的构建提供帮助。这

种自主性的反思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提供了

条件。 

(3) 公共行政本土研究是中国公共行政学实践

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积淀也是中国

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

放，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十

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

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转型的关

键时期，中国社会重建的需要使得本土化研究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有学者指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

表现为以官僚体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效率低

下、行政行为成本高而透明度低、公共行政目标缺少

战略思维、公共行政产出无标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

足。[10]理论脱离实际，[11]面对公共行政理论的不足，

“中国社会转型对中国公共行政，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

行政实践，都提出了一个最大的挑战：如何建立与发

展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公共行政。”[12]可以说，中国公

共行政实践的需要是中国本土化研究的内在动力。 

综上所述，推动本土化研究的主要动力在于，在

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学者们

在公共行政研究过程中，针对中国公共行政的实践需

要以及中国公共行政研究所做出的高度自觉的反省和

批判意识。 

3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本土化的内涵 

张成福认为，[13]公共行政的本土化或者中国化，

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使

公共行政的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二是公共行政学要更

加关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公共行政

的知识与理论与中国社会发生密切的关系，根植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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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并为中国所用。芮国强则认为，[14]本土化是一个复

杂的、流变的概念，本土是和国家、民族与地方等概

念相交织甚至重叠的。尽管学者们已经就本土化的内

涵做了一些研究，但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学者们

对本土化研究的内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这可能

与公共行政研究中心的“非中国化”有一定的关系。[15]

似乎也与公共行政学者实证导向有一定的关系，这些

学者不主张在基本概念上争论，认为这是一种无味的

学术游戏，强调侧重点应该突出公共管理案例的实证

分析本土化的含义。[16]然而，从学术角度来说，对公

共行政本土化内涵的界定是公共行政本土研究的逻辑

起点，也是日后推进和评估公共行政本土研究的重要

标准。本文不打算给“公共行政本土化”做严格的概念

界定，仅仅探讨公共行政本土化的内涵和特征。我们

认为，公共行政本土化大致有以下基层涵义： 

(1) 公共行政本土化内涵着本土化与全球化的

矛盾和张力。首先就全球化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一直都是以开放的心态开展国家建设。面对发达国

家具有“生机控制性”文化的冲击，[17]向国外学习并“与

国际接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中国

加入 WTO 后，中国社会科学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

结构，成为世界社会学术体系的一部分。这就是说，

全球化不断发展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研究走向国际

化是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随着全球

化的发展，很多既具有国际性又具有本土性的全球化

议题，比如环境问题、贫困问题和恐怖组织问题等成

为公共行政必须关注与解决的实践问题。这说明，公

共行政的本土研究绕不开全球化的背景，必须从全球

化的角度着眼开展公共行政的本土研究。 

其次就本土化来说，对于中国而言，公共行政学

是一个“舶来品”。这就意味着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

要建立公共行政必须要移植国外公共行政学理论和经

验。然而，在长期的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公共行政知

识的同时，处在边缘位置国家的学者们会不自觉对处

在中心位置国家的知识和文化产生心里依赖。在学习

西方公共行政知识的同时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完全西方

化了。这种现象会给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造成不良的影

响。台湾学者叶启政在讨论社会学研究“移植性格”时

指出，“一个社会的学术体系，若是无中生有地从外移

植进来，这个学术体系的发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就会产生亦步亦趋的移植性格。……倘若社会缺乏产

生自发性批判和反省的动力，那么，这种移植性格势

必会一直延续下去，严重的将腐蚀了学术的原创活力，

终丧失了独立的学术风格。”[18]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我

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也形成了移植性格。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中国公共行政研究重心的“非中国化”问题。正

是这种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移植性格”造成了很多问

题，比如大部分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超前，也就是说

现在公共行政学者研究成果的着眼点不是当下的公共

行政实践问题，而是着眼于中国公共行政的未来。再

比如，公共行政的移植性格造成了中国公共行政理论

与实践的鸿沟问题，造成了公共行政学者缺乏对中国

真实世界的了解等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公共行政研究处于一个两难的矛

盾境地。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公共行政

必须走向国际；另一方面，中国公共行政学还需要解

决中国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问题。在走向国际化的同时，

还需要树立中国公共行政自己的品格和学术的独立

性。可见，公共行政本土研究内涵着本土化与国际化

的矛盾，需要解决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只有解决

了这一矛盾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展公共行政的本土化研

究。要在这个强者为尊的时代能够生存，并走向大国

崛起。中国的公共行政必须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

关系。 

(2) 公共行政本土化是世界公共行政知识体系

的一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正确地看待国外先进经

验和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至关重要。作为后

发国家，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借鉴西

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然而，在公共行政本土研究

过程中存在着接轨还是拿来的争论。王绍光在探讨政

治学本土的议题时指出，“本土化当然不是要关起对外

交流的大门。恰恰相反，本土化是要拓宽交流，使单

行线变成双行线。本土化并不拒绝借鉴外来的概念、

方法、理论，但反对来着不拒，反对盲目接受，强调

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本土化政治学在批判地

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

治学者对话，力争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学

的重建，将中国人看中国和世界的心得与各国政治学

者共享。” [19]王绍光观点完全可以用在公共行政本土

研究上。这就是说，公共行政本土化不是一味的情境

化，而是超越传统国家本土思维和领土边界，发现可

以融入本国环境的新思想和有益实践。公共行政本土

化理论的建立不是与西方抗衡，而是站在全球化的角

度，使中国公共行政学知识能够融入世界公共行政知

识体系，成为世界公共行政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为人

类文明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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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行政本土化是一个理论体系。公共行政

本土研究是否就是情境化或区域化？这个问题是公共

行政本土化概念重要内容。台湾学者叶启政认为，社

会学研究本土化有两层涵义。就积极层面来说，它是

社会学知识体系之在地传统的建立；二是就消极层面

来说，它是针对外来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反省和批

判，因此，本土化理论不但是问题的选择，而且是理

论架构、概念，乃至研究方法的及工具的确立。尤其

重要的是树立特有的人文取向的典范。[20]这就是说，

公共行政的本土化不单是使公共行政的研究区域化或

情境化，还包括根据具体情境和公共行政真实世界提

出有效的概念、理论以及方法，并且树立具有中国本

土特色的价值取向。 

4 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的进路 

如何进行本土化研究？这是公共行政本土研究过

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公共行政的本土研究进路

而言，我们认为需要以公共行政研究者的学术自觉为

前提，从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展开公共

行政的本土研究。 

(1) 公共行政学者要自觉树立本土化研究的学

术自觉。张康之在 2006 年曾撰文指出，面对复杂的新

环境，中国的公共行政学者应该具有充分的学术自觉，

立足于现实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21]公共行政学者

高度的学术自己对于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来说相当

重要。对于本土化来说，充分的学术自觉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公共行政学者要自觉地对西方既有的理

论论述体系有所考察，并加以严谨批判，尤其是针对

隐藏在理论论述背后的哲学人类学的基本存有预设，

应当给予考察、并有所批判。[22]二是要树立中国公共

行政学的自主性。邓正来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全球

化改革的时代，因此，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结构

中的命运问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23]西

方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是中国社会

科学缺失自主性的惟一原因，因为西方“文化霸权”的

形成在当代中国并不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被动

者”转变成“主动者”之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

即是作为中国论者的我们与这种文化霸权“合谋”的结

果。[24]邓正来的研究对公共行政本土化有积极的借鉴

意义。这就要求在构建公共行政本土化理论时，中国

公共行政学者要警惕根植于我们头脑中的已经西方化

了的思维模式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自觉地构建“中国式

的公共行政理想图景”。 

(2) 从本体论角度来说，要开展公共行政的本土

研究必须重新厘定公共行政的所要研究的对象。不可

否认，中国公共行政也存在着“移植性格”。在这种“移

植性格”的影响下，中国公共行政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

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的影响。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外

公共行政的理论都扎根于他们所固有的、独特的本体

性土壤。这也许是造成中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脱节

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公共行政研究

的过程中必须从公共行政的本体出发，着眼于中国公

共行政的真实的生活世界。从这个真实生活世界中寻

找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展开研究。 

(3) 从知识论角度来说，建构中国自己的公共行

政知识体系。公共行政本土化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知识

体系。所谓中国自己的公共行政知识体系是指，一方

面这个知识体系根植于中国行政文化情境，能够解释

中国公共行政现象，解决公共行政实践的问题，为公

共行政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这个公共行政

知识体系还是世界公共行政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要

做到建构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知识体系，首先，需要

深刻反思西方公共行政知识体系。从知识发生学角度

来看，任何概念和理论的建立都离不开其所在社会中

的现实情境，受其社会种种条件的制约。尽管公共行

政学具有科学性的特征，但这些工具性方法背后还是

隐藏着文化因素。因此，中国公共行政本土化首先要

从批判西方公共行政知识体系的前提入手，根据中国

特有的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趋势创造性地建立中国自

己的公共行政知识体系和学术评判标准，根据中国公

共行政的真实世界发展出能反映中国现实的概念。其

次，从中国公共行政的历史与文化出发，适当地建构

一些本土性的概念以及理论。但公共行政知识体系的

建构不是要闭门造车，脱离世界公共行政学主流。这

就不仅要实现概念的中国化特征，还要在概念上实现

与西方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对接。最后，需要建立

和完善中国自己的关于公共行政知识评价标准。中国

现有的公共行政知识评价标准大都是西方的评价标

准，比如很多学术期刊都以西方公共行政知识评价为

准则。这样的学术评价标准不利于中国公共行政本土

性知识体系的建构。 

(4) 从方法论角度来说，中国公共行政的本土研

究需要适当的、契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

以下几个方法可以作为中国公共行政本土研究方法：

第一，中国本土化研究需要以根植于生活世界的真实

问题为导向。要构建中国独立的公共行政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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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扎根于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在公共行政的

真实世界中寻找中国公共行政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真实

问题，并通过综合性的学科知识予以研究和回应。这

就需要打破学科界限，展开各种学科知识为背景的合

作研究。第二，注重中国公共行政独特的历史与文化。

中国行政实践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文化的传承性使

得当代公共行政实践具有浓厚的历史烙印。只有从中

国公共行政历史中才能理解中国公共行政的现在和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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